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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组织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来避免创新所需知识的流失从而促进其突破式创新。具体而言，构建了以企业数字化、两种类型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采用2018-2020年上证A股203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主动组织遗忘水平来增强其突破式创新行为，而在被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关系中企业数字化起负向调节作用，因而也间接地促进突破式创新。后续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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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theory,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uninten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inten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discusses how enterprises can avoid the loss of knowledge required for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enhance their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two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03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share from 2018 to 2020,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research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can improve the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ten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i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nten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plays a negative regulatory role, thus indirectly promot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fter endogenous test and robustness test,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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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在当前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大数据时代下，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与个性化的发展为企业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急需开展更多的突破式创新来变革既有商业模式或者解决各类“卡脖子”技术问题。而突破式创新本质上是对知识的更新和创造，换言之，知识是企业成功实现突破式创新的关键战略资源[1]，合理的知识结构对企业有效配置新异性资源有重要影响。然而传统企业通常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组织知识库有限的存储容量，导致面临经验知识自然流失、新旧知识更迭不充分、创新所需知识提取应用不及时等诸多困境，从而未能及时开展有效的突破式创新活动来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如何克服知识流失与组织惰性为企业突破式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数字经济催生的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各类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推动社会和经济进行深层次变革，也给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同质化性、可再编程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使其超越了作为生产工具和管理工具本身的作用[2]，不仅有利于企业实现组织内外部高效透明的资源传递和信息共享，更是能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管理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创造逻辑[3]，因而企业的知识约束困境和创新行为瓶颈有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得以有效解决，即企业能否运用各项数字技术成功改造已有的业务单元将极大地影响知识获取和整合的效率进而影响创新的效果。
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企业数字化对其创新行为和绩效的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试图揭示企业数字化与突破式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4]，但仍缺乏对其间微观作用机理和驱动路径的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考虑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其组织层面知识库的储存和更新的影响，即从组织记忆理论中一项重要概念——组织遗忘着手，在区分和界定被动组织遗忘和主动组织遗忘的基础上，构建一整套理论框架来检验企业数字化、两种类型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影响作用，希望能够为企业通过加快数字化进程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参考建议。
2理论分析与假设
2.1组织遗忘的两种类型——被动遗忘和主动遗忘
“遗忘”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心理学领域中，表示个体忘记原本的固有知识的过程。基于此1981年Hedberg在管理学领域中首次提出了“组织遗忘”这一概念，表征组织层面知识的“丢失或抛弃”[5]。而在之后几十年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不断完善对组织遗忘内涵和过程的理解，且普遍认为企业的组织遗忘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动组织遗忘，表示企业知识存量的自然性减少，即组织内部知识随时间推移退化或消失的过程[6]。另一种是主动组织遗忘，即企业对组织知识库的动态更新，努力消除过时和误导性知识的过程[7]。究其根本，被动遗忘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组织内部记忆系统由于容量的限制导致既有知识的衰退或者丢弃，以及新知识的难以接纳和吸收；二是随着组织内人员离退或流动以及相关文档和数据的遗失导致的知识流失[8]，同样也是一种非自主意愿的知识损失。相比之下，主动遗忘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扬弃”行为，即面对环境的变化，企业识别和比较内外部新旧知识并选择性地抛弃两者之一以适应环境的过程。正因为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通常不易兼容[9]，主动组织遗忘也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当管理者发现旧知识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时将旧知识主动抛弃而选择吸收新知识进入组织记忆系统；二是当管理者认为新知识不适用于企业现状，这时就主动抛弃新知识而沿用既有的观念和惯例。
鉴于组织内部知识更替和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实施突破式创新的重要资源和基础[10,11]，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组织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探究[12,13]，其中一方面主动组织遗忘本身是一种是为了主动改变或抛弃组织内部传统及过时的信念和惯例而进行的组织实践，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其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活动，尤其有助于较为根本性或激进型的创新类型如服务创新[14]、跨界创新[15]及商业模式创新[16]等。而另一方面，被动性组织遗忘虽然被认为对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17]，但对于传统企业而言，这一非自主性的组织遗忘过程受到知识的自然属性及管理的有限理性的双重影响而较难控制和避免[18]，这也使得关于被动组织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研究较为匮乏。基于此，本研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将两种组织遗忘与两类创新纳入到同一理论框架下探讨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突破式创新行为带来的变化，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2企业数字化、被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
企业内部的组织记忆系统的有限容量以及重要人员的流动都会导致组织层面的知识和技能的意外丢失，然而这种被动的组织遗忘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尤其是在新市场中为了增强自身竞争力而开拓新技术或新业务的突破式创新活动。
一方面，具有一定时效性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得自身贬值，造成“知识蒸发”，此外有些企业由于组织吸收能力不足或自身知识库容量不足等原因会造成无法将所学新知识全部吸收进组织记忆系统中，无论是以上何种无意识的知识损失都会使企业在需要积累创新所需的知识与技术时，陷入“遗忘—学习—再遗忘—再学习”的死循环[19]，组织记忆系统的知识创新能力也因为知识刚性、组织惯性及路径依赖作用的存在而降低[20]，企业难以突破惯性思维的束缚，进而造成突破式创新活动呈现低水平趋势。
另一方面，员工作为企业知识的基本载体也是重要载体[21]，当员工离职或调职、工作关系消失时，这些变动行为使企业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22]，一些重要知识与技术就会丢失，导致被动组织遗忘；当企业的离职率较高时，甚至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加了企业的组织风险，减弱了其大胆试错的可能性。如果这种被动组织遗忘未得到及时的控制，有可能在短期内使得组织的整体知识水平下降[23]，并且也会抑制内部成员的知识共享[24]，减少其异质性知识的获取吸收，不利于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为了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企业必须尽可能避免由被动组织遗忘带来的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在企业界的普及就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契机，例如许多制造企业不断探寻该如何使用更快速、更准确的数字管理系统来代替传统且低效的数据资源管理方式[25]。
如今，企业数字化的普及就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大进步。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一些基本属性如数据同质化性、可再编程性和开放性为企业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汇总和整理各种知识与技术并将其记录于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中[26]，使得各类信息知识得以显性化并存储在信息系统中，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由于人员离退等变动行为以及组织知识库的有限容量所造成的意外知识流失而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组织成员通过该数字化平台检索相应知识进行业务探索。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下巨量信息的“轰炸”下使得知识冗杂且不集中，其分布往往也呈现出更加分散的趋势，企业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将这些冗杂且不集中的知识进行归类记录，同时将一些由于不同时间与物理空间所产生的信息知识进行存储和传播，也可以还原及再现一些难以记忆和表达的隐性知识，进而减轻被动组织遗忘的不利影响。此外，企业的数字化重塑了组织内部结构[27]，逐渐转变为扁平式结构，推动企业内部资源和信息透明化，加快了知识转移速度的同时促进了员工与内外部的沟通互动，员工之间形成更有效的知识互补和交换，组织内“全知型”员工增多，由此减少员工流动对企业探索性活动的抑制作用。企业借助各类数字技术使得多样化知识得以汇总、整合，进而能够通过这些知识的交叉组合促使其发现新机会[28]，有助于企业重组自身知识库资源从而全面多方位了解市场及客户需求，探索开发新业务路径。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数字化负向调节被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负向作用关系
基于上述推理分析，企业数字化的调节效应模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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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节效应理论模型
2.3企业数字化、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众多企业带来了一场全面的组织变革[29,30]，同样包括知识层面的巨变。首先，各种类型的信息经过数字技术的同质化得以在计算机内部储存、传输及共享，数字技术的可再编程性和开放性特点促使各类型的信息得以重组、反复利用及修正和迭代[31]，大数据又加之以反复地清洗[32]，去除冗杂多余的无用知识，吸收优质知识进入组织内部记忆系统，完成知识结构的重组，促进组织的主动遗忘。与此同时，企业同样需要做出组织知识构架的调整，重塑组织惯例[33]、更新组织知识库等一系列行为来打破其墨守成规、知识僵化以及路径依赖等现状，以适应企业数字化带来的一系列知识结构变革。其次，企业数字化的运用打破了“信息孤岛”的低迷状态，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促使企业进行内外部的知识互动，降低了企业间的知识落差[34]，从而有助于组织知识库替换过时知识，吸收异质性知识进而改变组织记忆系统的架构。此外，数字技术的跨边界性使得各领域的知识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拓宽了组织的知识探索领域，促进了异质性知识与数据资源融合，有利于企业了解市场和顾客的多样化需求进而通过数字技术快速且准确的更新组织知识库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最后，企业的数字化为其进行知识创新提供了信息资源来源[21]，储存于数字化平台中的外部知识与组织知识库的原有知识进行重组，迫使企业重新更新组织记忆系统，审视知识结构是否适用于现下市场环境，弥补了原有知识的不足，加速了陈旧固有知识的丢弃过程，从而打破了企业的核心刚性。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数字化对其主动组织遗忘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主动组织遗忘本质上是组织有目的地扬弃旧知识，腾出空间学习新知识。它通过改变或重建组织的知识架构、规范以及惯例等，有目的地抛弃过时的固有知识，同时吸收、共享以及创造组织内外部的有用新知识。已有研究探讨了主动组织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例如唐青青等[10]指出更新企业知识库使组织具备多个领域的知识，能够把握机会并寻找开拓新业务的可能性，且不同知识的融合可能形成隐性知识[35]，这往往是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活动的源头之处。曾萍等[36]认为企业能够通过主动组织遗忘引入新知识与技能，快速发现市场中的新机遇并对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对此，企业需要以新逻辑和认知模式重构并颠覆之前的组织知识库，完成新旧知识的更替，促进企业有机会探寻新机遇，挖掘新领域。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要想在新环境中保持较高的竞争水平，就应该要积极主动地了解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并调整自身组织结构以适应这些新变化，同时还需要整合、吸收及转化外部信息资源成为内部自身资源，由此，组织才能尝试使用新思维来找寻新市场，超越原有的技术和市场边界，探寻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突破式创新往往需要组织的怀疑精神，要敢于抛弃旧观念，以新知识与技术来探寻更多的机遇，但企业固有的认知行为会关闭企业寻找新路径的可能[37]，成为企业开拓新业务的绊脚石。对此，企业需要加强主动遗忘能力，以新逻辑和认知模式重构并颠覆之前的组织知识库，完成新旧知识的更替，促进企业获得新知识与技术探索新机会，挖掘新领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主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企业基于数字化创建的学习环境中，组织内部成员获取知识及技术的来源变得越来越广，知识及技术的深度也逐渐加深，这使得组织成员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跨边界的、高度异质性的知识[38]，因此通过各类数字技术补充的异质性知识是企业提高其持续性创新能力和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并在市场中发现新机会的基本要素，也是企业成功实现突破式创新及可持续竞争发展的战略资源，为后续企业探索新领域提供了动力源泉。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获取和集成能力，组织知识系统实现共通达到更加全面的数据汇总、流通以及共享的状态[39]，提升了组织记忆系统知识的更新速度，减少了信息的非对称性[40]，使得知识要素得以有效整合与开发利用，降低了知识的整合难度；又使得企业加强了与组织外界的沟通，增强了组织对外部快速变化市场的灵敏性[41,42]，进而根据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调整知识结构，丢弃不利于企业开发新业务的陈旧知识，吸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互补性知识进入组织知识库,进而促使员工共享学习异质性知识以求发现创新机会，探索各种方案的可能性，创造新的资源和项目从而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活动。此外，现代数字技术及时地清除有效性降低的原有陈旧知识，使组织记忆系统得到有效率的精简，从而加快组织成员的知识检索及提取时间以便组织从容地面对外部激烈变化的新环境，同时在企业适应市场中的新变化进而开展新业务的探索活动时，精简的组织知识库使员工能够检索出最优的相关知识与技术。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主动组织遗忘在企业数字化与其突破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推理分析，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效应模型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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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介效应理论模型
总理论模型图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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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8-202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根据以往研究惯例需要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结构不同于其他行业，有较大的差异性，故剔除该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ST类和PT类等异常交易状态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变量值缺失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得到203家企业作为样本，487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对于缺失数据，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信息进行手工查询，年报中未查询到的数据采用均值替换法和插值法进行补全，并且每个变量的数据取三年的平均值。
3.2变量构建与测量
3.2.1企业数字化（Dig）
借鉴王宇等[43]的做法，采用数字化投资程度来表示企业数字化。具体而言，人工筛选整理公司的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明细项目，将项目明细关键词包含“软件”“网络”“平台”“系统”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无形资产明细项确认为“数字化无形资产”，包含“计算机”“通讯”“电子”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固定资产明细项确认为“数字化固定资产”。之后使用软件投资程度采用数字化无形资产总和与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表示；硬件投资程度采用数字化固定资产总和与固定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表示。
3.2.2被动组织遗忘（UOF）与主动组织遗忘（IOF）
被动组织遗忘主要参考孙雯和刘人境[44]的研究，从重要人员流动角度考虑，采用高管离退率和离退高管薪酬比来测量。主动组织遗忘主要参考卢艳秋等[45]的研究，采用研发人员比例、设备更新程度与研发强度来表示。
3.2.3突破式创新（BI）
参考万赫等[46]的做法，采用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的数量（加1取对数）来测量。
3.2.4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关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相关实证研究，选择如下控制变量：（1）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成立时间至观测年份年总时长的自然对数来表示；（2）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数的百分比来表示；（4）独董占比（Indep），采用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来表示。所有变量的定义和测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测量变量
	测度指标

	企业数字化(Dig)
	Dig1
	软件投资
	对无形资产明细项中的数字化无形资产项目进行加总求和，再除以无形资产总额

	
	Dig2
	硬件投资
	对固定资产明细项中的数字化有形资产项目进行加总求和，再除以固定资产总额

	突破式创新
	BI
	突破式创新
	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

	被动组织遗忘(UOF)
	UOF1
	高管离职率
	高层离职人数与高层总人数的比值

	
	UOF2
	离职高管所获报酬比
	高层离职获得的报酬与高层总报酬的比值

	主动组织遗忘(IOF)
	IOF1
	研发人员比例
	研发人员的数量与职工人数的比值

	
	IOF2
	设备更新程度
	机器设备更新率

	
	IOF3
	研发程度
	研发活动支出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成立时间至2020年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员工数量
	企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董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数量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第一大股东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百分比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与表3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得到：突破式创新（B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276和0，说明不同企业在进行突破式创新活动时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表3的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可以得到，被动组织遗忘（UOF）与突破式创新（BI）存在抑制作用，企业数字化与主动组织遗忘（IOF）存在促进作用，主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BI）也存在促进作用。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本研究的部分假设，为后续验证研究假设奠定了基础。
	表2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03）

	变量
	均值
	方差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Dig1
	0.085
	0.018
	0.135
	-0.001
	0.036
	0.953

	Dig2
	0.037
	0.004
	0.066
	0.001
	0.017
	0.579

	UOF1
	0.119
	0.011
	0.106
	0.000
	0.083
	0.381

	UOF2
	0.056
	0.006
	0.078
	-0.305
	0.026
	0.307

	IOF1
	0.155
	0.016
	0.125
	0.002
	0.124
	0.700

	IOF2
	0.194
	0.627
	0.792
	-0.374
	0.045
	8.506

	IOF3
	0.026
	0.000
	0.022
	0.000
	0.021
	0.153

	BI
	0.628
	0.363
	0.603
	0.000
	0.548
	2.276

	Age
	2.919
	0.085
	0.292
	2.079
	2.944
	3.611

	Size
	7.848
	1.279
	1.131
	5.384
	7.751
	11.281

	Indep
	0.376
	0.003
	0.055
	0.300
	0.333
	0.600

	Top1
	33.692
	208.704
	14.447
	7.010
	31.330
	80.990


	表3 相关系数矩阵

	　
	Dig1
	Dig2
	UOF1
	UOF2
	IOF1
	IOF2
	IOF3
	BI
	Age
	Size
	Indep
	Top1

	Dig1
	1
	
	
	
	
	
	
	
	
	
	
	

	Dig2
	0.408***
	1
	
	
	
	
	
	
	
	
	
	

	UOF1
	-0.161**
	-0.033
	1
	
	
	
	
	
	
	
	
	

	UOF2
	-0.093
	-0.054
	.0584***
	1
	
	
	
	
	
	
	
	

	IOF1
	0.339***
	0.318***
	0.009
	0.014
	1
	
	
	
	
	
	
	

	IOF2
	-0.002
	0.039
	0.107
	0.028
	-0.032
	1
	
	
	
	
	
	

	IOF3
	0.299***
	0.301***
	0.015
	0.004
	0.645***
	0.037
	1
	
	
	
	
	

	BI
	0.077
	0.129*
	-0.149**
	-0.125*
	0.239***
	0.119*
	0.317***
	1
	
	
	
	

	Age
	-0.073
	0.048
	0.038
	0.022
	-0.145**
	0.105
	-0.099
	-0.012
	1
	
	
	

	Size
	-0.031
	-0.024
	-0.044
	0.008
	-0.330***
	0.017
	-0.037
	0.174**
	0.135
	1
	
	

	Indep
	0.091
	0.046
	0.023
	-0.034
	0.050
	0.033
	-0.002
	0.001
	0.031
	-0.086
	1
	

	Top1
	-0.103
	-0.112
	0.040
	0.021
	-0.192***
	0.215***
	-0.088
	-0.041
	-0.009
	0.125*
	0.062
	1

	  注 : ***p<0.01，**p<0.05，*p<0.1


4.2假设检验
为综合分析企业数字化、被动组织遗忘、主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运用Amos24.0来检验假设模型，变量之间的路径估计采用了标准化的自助重复抽样方法，即对203个样本数据采用放回重复抽样1000次。拟合度指标：2/df=1.982，GFI=0.955，CFI=0.934，IFI=0.936,RMSEA=0.07，SRMR=0.060，PNFI=0.597，AGFI=0.915。模型的重要拟合度指标都达到标准，拟合度较好。
4.2.1主效应检验
该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表4。分析结果表明，被动组织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主效应路径系数为=-0.179，p<0.05。因此，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有负向作用，假设H1成立，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知识流失会抑制其进行探索性活动。
表4 结构方程路径分析
	　
	关系路径
	标准化系数
	S.E.
	C.R.
	P
	假设检验结果

	主效应
	1.UOF→BI
	-0.179
	0.64
	-2.302
	**
	H1支持

	中介效应
	2.Dig→IOF
	0.613
	0.158
	4.41
	***
	H3支持

	
	3.IOF→BI
	0.6
	0.021
	8.163
	***
	H4支持


4.2.2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作用
由表4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到主动组织遗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且大于零（=0.613，p<0.01），假设H3成立，这表明企业数字化对主动组织遗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主动组织遗忘到突破式创新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且大于零（=0.600，p<0.01），可知主动组织遗忘促进企业的探索性行为，假设H4成立。综合上述分析，主动组织遗忘在企业数字化与突破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H5成立
进一步采用Bootstrsp方法检验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得知，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效应Bias-corrected 95%置信区间为［0.239，0.633］，不包含0；Percenntile 95%置信区间为［0.052，0.521］，也不包含0。这一结果表示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效应显著，即企业数字化通过主动组织遗忘促进突破式创新活动，假设H5成立。
	表5 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标准化）

	路径
	效应值
	SE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ntile 95%CI

	
	
	
	Lower
	Upper
	P
	Lower
	Upper
	P

	Dig→IOF→BI
	0.009
	0.383
	0.239
	0.633
	0.026
	0.052
	0.521
	0.082


4.2.3企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在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数据经过中心化处理后，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交互项（UOF*Dig）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4280.036， p<0.01，这说明企业数字化在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影响中的负向作用显著，假设H2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当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时，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活动的负向影响会随之减弱。 
	表6 调节效应路径检验

	路径
	非标系数
	标准系数
	S.E.
	C.R.
	P

	UOF*Dig→BI
	-39.376
	-0.428
	13.543
	-2.908
	***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 法来检验企业数字化的调节效应，低企业数字化水平为均值减标准差，中企业数字化水平为均值，高企业数字化水平为均值加标准差，检验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当企业数字化处于低等水平时，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估计值为-0.184，Bias-corrected 95% 置信区间为［-0.309，-0.065］，不包含0；当企业数字化处于中等水平时，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估计值为-0.179，Bias-corrected 95% 置信区间为［-0.303，-0.060］，不包含0；当企业数字化处于高水平时，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估计值为-0.175，Bias-corrected 95% 置信区间为［-0.301，-0.057］，不包含0。Percenntile95% 置信区间也都不包含0。这一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负向调节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即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被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弱。因此，假设H2成立。
	表7 调节效应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Dig
	效应值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ntile 95%CI

	
	
	Lower
	Upper
	P
	Lower
	Upper
	P

	低
	-0.184
	-0.309
	-0.065
	***
	-0.313
	-0.067
	***

	中
	-0.179
	-0.303
	-0.060
	***
	-0.309
	-0.064
	***

	高
	-0.175
	-0.301
	-0.057
	***
	-0.301
	-0.058
	***


4.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判断假设检验的稳健性，本研究主要选择滞后因变量、加入遗漏变量、缩尾处理、替换变量和更改样本空间这五种方式。
4.3.1滞后因变量
为了减少企业被动组织遗忘与其突破式创新之间由于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现将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变量分别取滞后一期、两期的数据，其他条件均不变，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8）显示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依然成立，该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内生性问题。
4.3.2加入遗漏变量
虽然在变量测量上控制了一些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有影响的变量，但并无法完全排除其他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现将成长能力(Grow)、高管规模(Ts)、盈利能力(Roa)、 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量(CF)和资本集约度(AI)等变量引入模型，重复前面的实证过程，数据结果（表8）依旧成立。
	表8 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变量
	标准化系数
	S.E.
	C.R.
	P

	滞后一期
	-0.180 
	0.873
	-2.305
	**

	滞后两期
	-0.201
	0.732
	-2.257
	**

	加入遗漏变量
	-0.171
	0.642
	-2.235
	**


4.3.3缩尾处理
为了减少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由结果可知（表9），实证结果未发生变化。
4.3.4替换变量
以求结果更加稳健，采用祁怀锦等[47]对企业数字化的测量方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结果（表9）与前文保持一致。
4.3.5更改样本空间
考虑到西藏、青海、新疆等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数字化水平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有差距，为避免其对结果造成影响，在此剔除这部分的公司样本，所得结果依旧不变（表9）。
	表9 稳健性检验

	路径
	缩尾处理
	替换变量
	更改样本空间

	UOF→BI
	-0.165**
	-0.204***
	-0.186**

	Dig→IOF
	0.703***
	0.398***
	0.607***

	IOF→BI
	0.740***
	0.464***
	0.623***

	Dig*UOF→BI
	-0.197**
	-0.148**
	-0.250*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组织记忆理论，探究了被动组织遗忘、主动组织遗忘、企业数字化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到研究结论：（1）被动组织遗忘负向作用于企业突破式创新，而企业数字化负向调节这一作用关系，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带来的制约；（2）主动组织遗忘在企业数字化与突破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其突破式创新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动组织遗忘水平的提高，数字技术的使用促使组织知识结构变动及组织记忆系统更新，进而促进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活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国内虽有学者聚焦于组织遗忘研究，也对被动遗忘与主动遗忘进行了区分，但依旧有所忽视两类遗忘的具体细分类别；此外由于被动组织遗忘的不可控性，众多学者多关注主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的影响，而忽视了被动组织遗忘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将两类组织遗忘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拓展。第二，以往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虽然强调了需要重视平衡和协调突破式创新与利用性创新这两类创新活动，却忽视了传统企业固有的重利用轻探索这一现实问题，而本文从组织遗忘视角揭示了突破式创新活动驱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获取和存储容量受限，并打开了企业数字化如何从不同路径影响突破式创新过程和结果的黑箱。
本研究具有以下管理启示：知识的状态变化在企业突破式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无论被动组织遗忘或是主动组织遗忘都会改变知识的状态。（1）被动组织遗忘具有无时不在、时刻发生的特点，企业要注意组织各种因素产生的知识流失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作用，避免知识流失对创新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2）企业要注意切勿以经验主义为宗旨行事，之前成功的知识与技术在新问题中并不一定适应，由此企业应该提升主动组织遗忘能力，调整组织结构或重建惯例认知，依据不同问题的特点选择对应的知识与技术拓展业务领域，进而促进数字时代的企业突破式创新行为。（3）政府部门应该强调数字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加强企业参与外部信息共享学习，同时需要为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与数字化环境，为企业通过数字化提升突破性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企业应该顺应数字化发展潮流，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大力开展企业数字化建设，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本研究采用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较为客观可靠，但数据仍然缺乏动态性，未来可以考虑丰富数据来源，例如基于滞后效应的考量延长数据采集的时间段，或可以采取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理论框架中蕴含的过程机制进行进一步地揭示。第二，企业数字化与突破式创新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解释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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